前言

本研究報告之目的


婦女及幼童由於體型、年齡、固有文化及社會生活形態等多種因素，在家庭暴力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虐童案件中，極易淪為犯罪被害人。而我國近年來在法律規範方面，陸續施行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性侵害防制法」等與婦女或幼童有關之法律。而在司法制度運作方面，包括實施：「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性侵害案件於法院採非公開審理，社工人員輔助等作業，均係為保護被害人於司法程序運作中能夠獲得適當的保護，避免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上述法律規範及特殊制度設計有許多概念係仿效美國法之規定及該國多年來在婦幼案件上運作之經驗。筆者有幸奉派赴美國進行「婦幼案件司法保護制度之研究」的專題研究計畫，主要希望能達成下列目的：
1、 法律規範方面：期盼經由此次專題研究，可觀摩學習美國法上對婦幼案件於各個面向上之規範及規範意義及實益，作為我國日後立法或條例上之參考。
2、 專家證人制度於婦幼案件中之運作情形。
3、 在制度運作方面，希望經由觀摩美國當地實務上對於婦幼案件的處理流程，比較美國與我國實務上運作之差異，作為我國實務上運作之參考。
4、 傳聞法則於婦幼案件之適用情形及婦幼案件中有無例外採納傳聞證據之可能性。
5、 電子監控制度之利弊：美國對於性侵害犯罪類型之犯罪者於假釋或出監後，施以電子監控的運作制度，已行之有年，我國於民國95年底已開始實施我國首例對於受保護管束者的電子監控，本研究亦希望了解美國現行電子監控制度運作之利弊，以供我國運作此一監控系統之參考。
專題研究過程

筆者自民國95年8月15日至民國96年2月15日，以訪問學者身份（visiting scholar）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西北大學法學院進行專題研究。於訪問研究期間，旁聽與婦幼案件有關之課程，包括「Children at conflict with the law」、「Women, children and human right」及刑事訴訟法課程；並承蒙法學院於法學院圖書館內提供1間研究室使用及利用圖書館之網路設備蒐集美國學者及實務界有關婦幼案件之法令規定及相關制度運作情形。
筆者並於民國95年9月間前往美國首府華盛頓哥倫布特區及紐約州紐約市參訪，觀摩當地檢察官辦公室及法院辦公室及相關機構，實地了解當地對於婦幼案件的處理情形，並與當地檢察官及法官進行經驗之交流與分享。本文以下之「心得」與「建議」部分，即係筆者此次在美國進行專題研究之心得，惟筆者才疏學淺，容有繆誤之處，盼各界先進見諒。

第一章
美國華盛頓哥倫布特區及紐約州處理婦幼案件之流程與特殊制度

第一節

華盛頓哥倫布特區處理婦幼案件的各項機構與專業人員
筆者於民國95年9月18日至22日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布特區及紐約州紐約市參訪，觀摩當地檢察官辦公室及法院辦公室，對於婦幼案件的偵查及審理程序，筆者有幸與當地檢察官及法官對談，就偵查及審理婦幼案件之經驗與心得進行對話交流，本章即係筆者在華盛頓哥倫布特區及紐約州紐約市的布朗克斯郡(Bronx County)、曼哈頓郡(Manhattan County)的參訪心得，盼能有助於我國制度上之參考。

華盛頓哥倫布特區檢察官辦公室對於婦幼案件之處理流程

華盛頓哥倫布特區檢察官辦公室有三百多位檢察官(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依不同案件類型而設有不同專組，針對婦幼案件及性侵害案件，該辦公室即設有專組『Sex Offense and Domestic Violence Section』，由該專組的主管(Chief)
監督該專組之檢察官。該專組之檢察官則依工作經驗及資歷，由工作經驗較豐富之檢察官承辦案情重大之案件，資歷較淺之檢察官則承辦犯罪情節較輕微之案件，但承辦之案件數量較多，以增加其辦案經驗。
華盛頓特區檢察官辦公室的輔導員

由於婦幼案件的被害人多與被害人有婚姻關係、親屬關係、同居關係
等，再加上下列可能的原因，而使被害人對於提出法律告訴，有所顧慮： 1. 被害人常在經濟上或情感上較依賴於加害人。2. 被害人與加害人如有共同居住的年幼子女，被害人常更顧慮如對加害人提出告訴，恐將影響被害人及其年幼子女生活上之經濟支柱或子女之安全。3. 被害人不知如何尋求法律上及經濟上之援助。4. 被害人擔心尋求法律上援助，可能引發加害人之報復。5. 被害人之心理層面，認為自己有錯，才會遭到加害人侵害。
有鑑於婦幼案件之被害人可能有前述的顧慮，為使被害人獲得必要的協助與心理諮商，華盛頓特區檢察官辦公室於『Sex and Domestic Violence Section』專組，即另設有被害人及證人輔助室(Victim Witness Program)，聘有5位擁有專業輔導證照的輔導員(Advocate or Specialist)，婦幼案件之被害人經由檢察官或警察轉介，可向該輔導員尋求協助，如被害人未向該輔導員尋求協助，該輔導員亦會主動與被害人聯絡，了解被害人有無需要協助之處。
· 輔導員之功能

輔導員可以發揮之功能如下：

1. 協助被害人確保人身安全
婦幼案件之加害人常有習慣性或持續性施暴傾向，而加害人又常與被害人熟
識，甚或共同居住，如被害人繼續與加害人共同居住，即有安全上顧慮，因

此輔導員可協助將被害人轉介至民間或政府收容機構，暫時居住或另尋其他住所。

2. 與被害人洽談
於實務上，時有被害人在警察或檢察官詢問時，對案情之陳述有所保留。此種情況如有輔導員以較輕鬆的對談方式，使被害人解除心防，常可有助於檢察官或警察了解案情，甚或發現本案以外的犯罪行為，例如，於實務上即有被害人與輔導員交談過程中，向輔導員透露加害人尚持有槍枝。
3. 由於輔導員多係在婦幼案件被害人遭侵害當日或數日內即與被害人對談，對於被害人遭侵害後之心理或生理狀況有一定程度之了解。因此，在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的聽證會，或刑事案件之聽證會，如有必要時，輔導員亦會被傳喚到庭作證。
華盛頓特區法院的家暴案件聯合處理中心（Domestic Violence Intake Center）

為使家暴案件(Domestic Violence)的被害人（多半為婦女及未成年子女），得以迅速在法律程序、社會救助程序方面，同時獲得輔助，減少被害人在遭侵害之後，尚須多次奔波於法律的民事、刑事程序、警察局及社會救助機構間，因此華盛頓特區於西元1996年12月間成立一個家暴案件聯合處理中心（Domestic Violence Intake Center），其成員包括警察局之警官、檢察官辦公室聘僱的輔導員（Advocate or Specialist）、華盛頓特區市政府聘派之民事律師、民間扶助組織的社工人員、翻譯人員、工作助理等。其成員之分工如下：

1. 警察局之警官
目前配有2位固定警官以輪班方式常駐該聯合處理中心。婦幼案件之被害人經通知或主動到該聯合處理中心後，警官會先了解是否先前已有警察對被害人製作相關筆錄。因為被害人於遭侵害後，有時或因至醫院治療傷勢，或因情緒尚未平復，致使至現場處理之員警未能即時對被害人製作相關記錄報告，或因被害人遭侵害後，並未報案，而無員警製作相關記錄報告。如先前並無員警對報害人遭侵害之事，製作記錄報告，聯合處理中心之警官即會就事發經過，詢問被害人，並製作相關報告。
2. 檢察官辦公室聘派的輔導員
此輔導員即為前所述華盛頓特區檢察官辦公室的輔導員，由於聯合處理中心係全天24小時值班，因此除由華盛頓特區檢察官辦公室聘派的5位輔導員以輪班方式在聯合處理中心協助婦幼案件之被害人外，另有約10位具有心理輔導證照的義工參與輪班。

3. 華盛頓特區市政府聘派之民事律師
負責協助被害人進行民事程序，包括申請民事暫時保護令（Temporary Protection Order, TPO）、申請民事通常保護令（Civil Protection Order, CPO），協助被害人進行離婚訴訟、子女監護權訴訟、要求加害人給付子女扶養金訴訟等。
4. 民間扶助組織的社工人員
屬於民間非營利組織的社福組織亦派有社工人員派駐在聯合處理中心，其可協助被害人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安置被害人至安全居所，申請經濟救助、就業、子女教育、轉介心理輔導機構等。
5. 翻譯與行政人員
由於美國有許多外來移民，慮及部分婦幼案件之被害人無法以英語溝通，聯合處理中心亦設有一位精通西班牙語之翻譯。如被害人需要其他種語言之翻譯人員，聯合處理中心亦有約聘之翻譯人員。聯合處理中心另聘有3至5位行政人員，負責處理行政事務。
華盛頓特區法院的家暴案件聯合處理中心係由華盛頓特區法院在法院建築物內提供辦公室空間，供該聯合處理中心使用，並由法院指派院內職員擔任該接納中心主管，負責管理該中心內之事務。因該中心係由不同機構分別指派其人員進駐，因此每月會定期舉行業務會議，以協調改進該中心之運作情形。該接納中心具有下列特色：

1. 對於婦幼案件之被害人而言，只要至該聯合處理中心請求援助，即可在司法程序、法律扶助程序、社會救助等方面，同時獲得適當的援助。

2. 聯合處理中心之運作與法院程序之進行接軌
華盛頓特區法院設有家暴案件法庭，針對與家暴案件有關的民事保護令事件、子女監護權事件、請求給付扶養金事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均由該家暴案件法庭審理。被害人向接納中心請求協助，可同時就上列民事事件及刑事案件提出訴訟。
3. 於被害人提起民事訴訟及申請民事通常保護令其間，該接納中心評估被害人需要協助，即使訴訟案件尚未經法院判決，仍會提供援助。

4. 官方資源與民間資源結合，同時提供被害人在法律程序上、人身安全及經濟生活上之協助。

5. 由於華盛頓特區政府與該市之東南醫院（Southeast Hospital）訂有合作計畫，許多在該市發生之家暴案件及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多被送至東南醫院治療。為使住院治療之被害人能即時獲得保護，該接納中心於東南醫院尚設有
1小型辦公室，在該醫院治療中之被害人如欲申請暫時保護令，可逕向該辦公室請求協助。
華盛頓特區法院的探視中心（Supervised Visitation Center）
華盛頓特區法院設有1個探視中心，針對家暴案件中，無子女監護權的其中一方，如欲探視子女，在進行第1次探視前，須向該中心提出申請，先由該中心人員對欲探視者進行訪談，確認探視者身心狀況適合探視子女後，才會安排在該探視中心內，經探視中心人員陪同，進行探視，以保護子女及有監護權者之安全。
華盛頓特區的兒童保護中心（The DC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Safe Shores）

華盛頓特區的兒童保護中心（以下簡稱幼童保護中心）為一非營利機構，其工作團隊包括：心理治療師、專業晤談人員（Professional Interviewer）、提供多種資源的義工等人。其工作內容包括：
1. 對於遭受暴力虐待及性侵害的幼童，提供生理及心理治療。

2. 對於遭受暴力虐待及性侵害的幼童，提供食、衣、住、行各方面之資源及緊急之金錢協助。
3. 對於遭性侵害之被害人，提供完整的醫學檢查。
4. 對於被害幼童之父母或照顧者提供諮商輔導。
5. 而為了避免使遭受侵害之幼童在犯罪偵查程序、心理諮商程序中，因重複陳述其遭侵害之過程，而對被害人造成2次創傷，幼童保護中心提供一個聯合工作團隊（Multidisplinary Team Program）的運作模式，可以對被害人進行聯合晤談（joint interview）。該聯合工作團隊的成員包括警察局警官
、檢察官辦公室之檢察官或其代表、華盛頓特區市政府法律訴訟辦公室代表（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幼童及家庭服務中心（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Agency）的社工人員、國家幼童醫療中心（Children’s National Medical Center）的醫療人員以及幼童保護中心成員。
聯合工作團隊針對每一個案件於對被害人進行晤談前，會先由團隊成員舉行『晤談前會議』（Pre-interview Conference），以討論與該案所有相關連之事項，包括：被害人之身心狀況是否適合進行晤談，有待被害人釐清之案情細節，詢問被害人所用之字句等問題。之後由受有專業晤談訓練之晤談人員（通常是社工人員）或是由警官在晤談室與被害人進行詢問。而聯合工作團隊的其他成員則同時在另一房間，經由設在晤談室內的隱藏式攝影機，觀看詢問過程。在晤談結束前，晤談人員會先離開晤談室，詢問聯合工作團隊成員有無其他問題希望對被害人詢問。之後晤談人員再回到晤談室完成詢問過程。於晤談結束後，則由聯合工作團隊成員進行簡要的會議，以討論後續作業。
聯合工作團隊的運作模式有下列優點：

1. 被害人在各方面的利益可獲得通盤考量。
2. 於調查過程中，減少被害人須就被害經過重複陳述之機會，可盡量降低被害人受到2度傷害的可能性。
3. 偵查機關人員、社工人員、法律輔助人員及醫療人員等機關人員，經由討論並共同觀看詢問被害人之過程，可避免被害人須向不同機關人員多次陳述相同之事實。
4. 聯合工作團隊的成員可事先要求將晤談過程以錄音錄影方式保存，如此一方面可降低將來需再度對被害人進行晤談的可能性，該錄影記錄日後於司法程序進行中並可能作為證據。
5. 所有由聯合團隊進行評估及晤談而獲得的資訊，均屬於司法警察調查的一部份，並受資料保護法之保障，除非經法院命令要求，幼童保護中心不得對外揭露任何與被害人有關的訊息。
第二節
華盛頓特區法院處理婦幼案件所採行的展延判決制度（Deferred Sentencing）
華盛頓特區法院針對犯行輕微的案件，涉有刑罰外的處遇制度（misdemeanor diversion program），由法院命令被告從事社區勞動服務或接受強制治療、戒治課程等
。針對domestic violence 案件，不論被告是否為初犯或犯行輕重與否，均不適用上開處遇制度。但是針對符合特定條件之被告，則可適用『展延判決制度』（Deferred Sentencing）。茲介紹該制度如下：
1、 適用展延判決制度之被告
被告必須無任何犯罪前科，前亦無使用暴力之記錄。被告在本案的犯行較輕微，且被告於案件進行審理程序前，即向法院承認犯罪。
2、 適用展延判決制度之條件
案件是否應適用展延判決，由檢察官審酌下列各項情節，決定是否同意該案件適用展延判決：

1. 被告與被害人的關係。
2. 被告施暴的程度與被害人的傷勢程度。
3. 在被告承認犯罪前，公權力為調查該案件所花費的成本。
4. 有無其他加重情節存在：例如，被告有無在幼童面前施暴，有無使用危險武器，法院先前有無核發民事保護令限制被告不得從事特定行為。
5. 被害人遭侵害時身體狀況：例如，被害人之年齡、被害人有無懷孕等。
6. 被告對案件發生之可歸責任程度。

7. 被害人之意願。
通常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即不得適用展延判決制度：

1. 被告在該案件中，有性虐待或對未成年人施以暴力之行為。
2. 被告前曾有對被害人或其他人施以暴力之記錄，包括因施用暴力而被逮捕但未被定罪的情形。
3. 有證據顯示被告曾經持有槍械或有取得槍械之管道。
4. 被告在本案的犯行，已違反民事保護令或暫時保護令之內容。
3、 經檢察官同意，該案件適用展延判決後，被告應履行之條件：
被告須與檢察官簽署展延判決協議書（Deferred Sentencing Agreement），在該協議書中，被告需承諾在判決展延期間遵守或履行下列事項
：

1. 被告不得涉犯刑事犯罪。
2. 報告不得違反法院之命令，包括民事保護令在內。
3. 如果被告因其他案件遭到逮捕，被告應將該事實向法院陳述。
4. 報告不得對被害人或其親屬從事攻擊、威脅、騷擾或跟蹤之行為。
5. 法院的觀護單位（Court Services and Offender Supervision Agency）如命令被告應遵守其他條件，被告均應遵守。
6. 在特別情形，法院或檢察官認為被告不得接近被害人或其親屬，或被告不得與被害人或其親屬聯絡
，而以命令限制被告遵守之特別條件。
7. 賠償被害人所受的損害，並提出已賠償的證明。
8. 被告應參與並完成下列輔導課程
A. 家庭暴力矯治課程（Domestic Violence Intervention Program/Family Violence Intervention Program）
B. 情緒管理課程

C. 親子關係課程（Parenting Class）

D. 藥物或酒精戒癮課程
9. 被告在展延判決期間，應維持就業狀態以及/或持續就學。
10. 被告應完成一定時數的社區服務工作。
11. 被告應定期（每月或每星期）給付子女扶養費用。
12. 其他經令被告履行之事項。
4、 展延判決制度之法律效果
判決展延期間通常為9個月，但仍會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延長或縮短展延期間。檢察官則在展延判決協議書內同意下列事項：

1. 檢察官同意在判決展延期間，不予羈押被告，但檢察官保留日後法院判決前，對案件陳述意見的權利。
2. 檢察官同意不以其他罪名對被告追加起訴。
3. 檢察官同意在展延判決期間，不向法院提出其他與案件相關聯之證據資料。
4. 檢察官同意不利用該協議書之內容或被告所為與該協議書有關聯之陳述，在該案件中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但作為彈劾用途時，則不在此限。
個案經決定適用展延判決後，法院會定2個庭期日，被告必須在第1個庭期日向法院提出已履行所有展延判決協議書內應履行事項之證明。被告是否完全遵守協議書之內容，全權由檢察官決定。經檢察官審核所有由被告提出之證明及其他一切狀況，如可確認均已履行展延判決協議書之事項，則在第2個庭期日，檢察官同意由被告撤回先前認罪的自白，檢察官並撤回起訴，法院則作出不受理該案件的決定（dismiss the case）。如被告在判決展延期間有違反協議書內容之行為或經檢察官審核被告提出之證明，認定被告並未完全履行協議書之約定，則檢察官會要求法院定期進行審判期日，檢察官亦不會同意被告撤回先前所為的認罪自白，案件即由法院進行實體審理及判決。
第三節
紐約州規範婦幼案件之法律規定

筆者於紐約州分別參訪布朗克斯郡（Bronx County）及紐約郡（New York County）檢察官辦公室。布朗克斯郡檢察官辦公室共約有400位檢察官，並設有專組辦公室（Domestic Violence Bureau），共約25位檢察官，專責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紐約郡檢察官辦公室則有近500位檢察官，其中有50位檢察官隸屬於家庭暴力及虐待兒童專組（Family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Bureau），負責偵辦家庭暴力及虐待兒童案件。布朗克斯郡及紐約郡均隸屬於紐約市，在紐約州法律的規範下，兩者針對婦幼案件的處理，在程序上容有部分不同之處，以下即針對婦幼案件介紹紐約州法律及相關制度設計。
紐約州規範婦幼案件之法律
根據紐約州家事法庭規範（Family Court Act）
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婦幼案件之加害人與被害人間如有血緣、婚姻關係或曾有婚姻關係，或有共同的小孩，兩者即屬於有家庭成員關係（family/household），被害人可選擇向家庭法庭或刑事法庭請求保護。如被害人與加害人並無上述關係，被害人則需向刑事法庭請求保護。而目前紐約州許多郡的檢察官辦公室及警察局針對家庭暴力案件所採取的定義標準比法律規定之範圍更為廣泛，只要被害人與加害人間為同居關係，或情侶關係，即屬於家庭暴力案件範疇，由家暴案件專組檢察官處理
。而加害人如對家庭成員間有下列行為，家事法庭及刑事法庭對該案件均有管轄權：一級騷擾行為、二級騷擾行為、二級加重騷擾行為、二級恐嚇行為、三級恐嚇行為、二級傷害行為、三級傷害行為、傷害未遂行為。
紐約州刑事訴訟法並規定，被告對其家庭成員有下列犯罪行為時，警察即應將被告逮捕
：
· 重罪行為（Felonies）
：當行為人涉犯重罪行為時，警察即應予以逮捕，例如：故意傷害行為導致被害人身體受有嚴重傷害（serious physical injury），例如：骨折、持武器傷害被害人並在被害人之身體造成明顯之傷害。
· 輕罪行為（Misdemeanors）
：當行為人涉犯輕罪行為時，除非被害人明確要求警察不要將行為人逮捕，警察應將行為人逮捕。但即使被害人要求警察不要實施逮捕行為，如果警察依據現場情況，有證據顯示被害人有犯罪行為，警察仍有可能會對行為人實以逮捕行為，例如：在第一級騷擾行為（harassment in the first degree），亦即行為人以有意並持續在公眾場合跟蹤被害人的方式騷擾被害人，或是以其他持續性行為使被害人產生可能會受到身體傷害的恐懼。而當警察有合理的懷疑認為雙方當事人的行為都可能構成犯罪行為時，警察並無絕對義務需將雙方當事人均加以逮捕，但必須從現場事證，例如：當事人受傷程度、當事人過去施暴記錄以及其中一方當事人是否出於正當防衛之行為等情況，試圖判定何人為主要攻擊者
。
民事保護令

紐約州法律亦有相關規定，規範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禁止或限制被告對家庭成員為特定之行為。行為人如違反民事保護令時，亦構成犯罪。因我國之家庭暴力防制法於立法時，主要即係參考美國法制之規定，紐約州關於民事保護令之法律規範，我國之家庭暴力防制法多已有類似之規範，於此即不予贅述。惟該州法律尚有部分規定值得我國法制借鏡之處，茲介紹如下：
1. 在行為人有違反民事保護令之行為，而警察正好目擊行為人有該行為時，警察即有權立即逮捕該行為人，惟在某些情況，警察據到場時，已無法當場目擊行為人於現場是否確有違反民事保護令之行為，警察即無法判斷應否逮捕行為人，在此種情形，紐約州法律賦予被害人一救濟途徑，稱為『自力逮捕』（civilian arrest）。此種自立逮捕，並非指被害人必須自行將行為人逮捕，而係指被害人可將行為人違反民事保護令之行為向警察提出控訴，警察依被害人之控訴，如任何必要時，可暫將行為人拘留，案件之後即移由法院之法官決定如何處置遭警拘留之被告。檢察官則審酌相關事證，決定是否將行為人提起訴訟
。
2. 家事法庭並可以法院之命令，令被告給付幼童暫時所需之生活扶養及決定幼童暫時之監護權歸屬
。
3. 當家事法庭無法官輪值時（通常係假日或下班期間），刑事法庭法官即負責核發民事保護令、未成年子女之暫時監護歸屬及命被告給付未成年子女暫時所需之生活撫養費
。
其他法律規定

1. 紐約州刑事法律規定，犯罪被害人或是刑事案件之證人，如因法院傳喚需出庭作證、與檢察官晤談、或是行使刑事訴訟法、家事法（Family Court Act）、執行法（Executive Act）所賦予之權利時，雇主如以此理由對該被害人或證人予以懲罰（例如解雇），該雇主即構成犯罪
。而與家庭暴力有關之被害人或證人如欲行使其訴訟上權利，只要事先通知僱主，僱主即應允許該人請假。
2. 紐約州保險法規定，禁止保險公司對家庭暴力案件之被害人採取差別待遇，保險公司不得對被害人採取下列行為：
I. 以家庭暴力案件為由，拒絕被害人承保或終止保險契約。
II. 以被保險人曾為家庭暴力被害人為由，而要求較高的保險費率
。
3. 檢察官及警察對於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進行詢問時，必須在隱密的詢問室進行，除了詢問者及被害人以外，及經被害人要求，而允許由社工人員、心理諮商專家或被害人之父母在場外，不得有其他第三人在場。
紐約州刑法規定，任何人企圖影響證人在法庭上之證詞或妨礙證人出庭，均構成犯罪，包括：

a. 任何人對於將在法庭上作證的證人，商議以賄賂方式或提供賄賂或同意提供賄賂方式，而影響證人的證詞，或使證人不出庭作證，構成第四級重罪（class D felony）
。
b. 任何人以下列方式妨害證人作證者，構成第一級輕罪（class A misdemeanor）：1.引誘或企圖引誘證人不出庭作證 2.故意以不實（false statement）或詐欺手段企圖影響證人的證詞
。
c. 任何人為阻止、拖延或妨礙證人於刑事案件作證，或為脅迫證人於刑事案件中作虛偽陳述，而故意以一級傷害行為傷害證人或第三人。因證人已於刑事案件中作證，而故意對該證人或第三人施以一級傷害行為。均構成第二級重罪（class B felony）
。

紐約州政府並設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委員會（Crime Victim Board），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下列賠償或補助：
1. 被害人所支出，且未經保險理賠之醫療費用。
2. 因犯罪被害而損失之收入，但以每星期600美元，總計3萬美元為上限。
3. 喪葬費用以6千美元為上限。
4. 因犯罪所生之財產損失，但以500美元為上限，現金損失之賠償以100美元為限。
5. 因案件起訴，被害人往返法庭所支出之交通費。
6. 家庭暴力案件之被害人，因住處在庇護所或使用庇護所之設備或服務所支出之費用。
7. 犯罪被害人因企圖阻止犯罪，合法逮捕犯罪行為人或協助警察進行逮捕行為，而因此受到之財產損失，以5千美元為上限。
8. 犯罪現場之清理或維持犯罪現場之完整性，而支出之費用，以2500美元為上限。
另一方面，犯罪被害人如將其聯絡方式（如：地址及電話）提供予相關政府部門官員（例如：檢察官），即有權要求了解案件的進展情形，包括
：

1. 被告遭逮捕情形

2. 被告第1次出庭日

3. 被告是否遭到羈押

4. 被告有無為認罪答辯

5. 案件審判進度

6. 判決結果

7. 被告如須入監服刑，其至少應服之刑期及至多應服之刑期

重罪案件（felony cases）或輕罪案件（misdemeanor cases）而報告可能的最低刑罰為90天刑期之案件，被害人或其家屬只要事先於10日前通知法院，即可於法院審判被告知刑罰前，當庭以言詞陳述，或以書面或錄影方式向法院陳述其身心受害程度，財產損失及其他因該案件對被害人或其家屬所造成的影響，以作為法院量刑之參考。
被害人或證人為幼童時，紐約州刑事訴訟法並允許其享有特殊權利，包括
：1. 經法院審酌認為必要時，經由事先錄影方式作證，或經由閉路電視系統作證。2. 於法庭作證時，可以有成年人陪同並提供必要的協助。3. 經法院許可下，可以於作證時，使用布偶娃娃為輔助工具及以繪畫方式作為證詞內容一部份。
被告如經判決需入監服刑，被害人有權以書面、錄音或錄影方式將其因該案件受害所造成的影響等陳述提出予紐約州政府的假釋部門，或單獨與假釋官會談。被害人所提出的意見將作為日後審核該被告應否假釋出監之參考。

被害人於被告經判決確定後並可經由矯治觀護部門（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Services）所設的免費專線電話或網站登錄被害人的聯絡電話並設定密碼，之後被害人即可隨時經由該專線電話或網站查詢被告服刑情形，系統並會自動將被告的出監日期事先通知被害人。

而因涉及性侵害類型犯罪之受刑人於出獄後或未入監服刑但在緩刑期間的犯罪者，依紐約州的「Sex Offender Registration Act」規定，此種受刑人或在緩刑期間的犯罪者，必須向居住地的執法機關登記其姓名年籍資料及居住地住址。民眾即可經由撥打專線電話或網際網路，查詢某特定人是否曾犯過性侵害類型犯罪，或查詢居住地附近是否有犯過性侵害類型犯罪之人居住。
布朗克斯郡的家事案件聯合法庭（Integrated Domestic Violence Courts）


紐約州至2006年間止，計有11個郡的法院設有家事案件聯合法庭（Integrated Domestic Violence Courts），布朗克斯郡法院於2003年起即設有家事案件聯合法庭，此法庭的特點在於由同一位法官負責審理當事人間的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於當事人間具有親屬關係時（通常係夫妻關係），而同時有刑事案件（主要係家庭暴力傷害案件或違反民事保護令案件）及民事案件（如離婚訴訟、子女監護權訴訟、子女探視權訴訟、扶養費給付訴訟）在法院審理時，當事人可向法院聲請將該刑事案件移由聯合法庭的同一位法官審理，如此當事人於同一訴訟進行日即可同時在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均獲得處理，如此可節省當事人多次往返於不同法庭間的時間及勞力支出。而同一位法官審理當事人的民事及刑事案件，則該法官更可了解雙方當事人及子女的實際情況，而於民事案件中作出交妥適的判決。由於家事案件聯合法庭的上述優點，紐約郡法院預計於2007年亦將設立此種聯合法庭。
第二章
美國法上的專家證人制度

在美國司法審判實務上，專家證人係於婦幼案件中常為當事人聲請傳喚，作為有利於己方的證據，就檢察官方面而言，聲請傳喚專家證人之用意主要為：
1、 婦幼案件之被害人於遭侵害後，常有心理上病況發生，需經由專家證人到庭說明被害人心理上病況與被告侵害行為之關連性。

2、 婦幼案件之被害人於法庭上之證詞，有時會有前後不一或與先前審判外之陳述（例如：向警察或檢察官所作之陳述）不同，其原因可能包括（1）被害人受創之不愉快經驗，使被害人於心理上抗拒再度回想事情之經過，而產生記憶模糊；（2）被害人與被告間因有親屬或特定關係存在，被告利用該種關係，於事後用各種可能的策略影響被害人之心理，而使被害人於法庭作證時否認加害人之加害行為或作出其他有利於被告之陳述。在此種情形，即需經由專家證人之證詞來說明婦幼案件之被害人於案發後至作證期間，其心理狀況可能之變化、被告可能運用之策略使被害人作出不實而有利於被告之證詞。
於個案中採用專家證人的證詞與否，首需釐清的重要議題為：
1、 案件中何項爭點或事實適合由專家證人作證
2、 專家證人所需具備的條件

3、 專家證人其證詞的可信賴度
4、 專家證人所提出之意見係依據何種資訊而形成

5、 專家證人其證詞之形式應否予以必要的限制

在何種情況下適合由專家證人作證，依據美國聯邦證據法第702條規定：科學、技術或其他專業知識可以幫助審判者了解某項證據或是判斷某項事實，而證人因其具備有知識、技術、經驗、訓練（training）、教育，且（1）其證詞係以充分的事實或資訊為基礎，（2）其證詞係依據可信賴的原則及方法，（3）證人有實際適用該項原則及方法的經驗。易言之，對於案件的爭點或事實，如專家證人所欲說明的議題有助於審判者了解某項事實或證據時，該議題即可允許專家證詞。例如：在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可能有創傷後症候群，包括被害人在受侵害後，可能會有遲延報案的情形。專家證人即可在個案中說明案件之被害人遲延報案係因存有創傷後症候群。而從聯邦證據法對於專家證人的定義可知，其對專家證人之認定係採較廣義的認定方式，而在美國司法實務上，法院允許當事人之一方聲請以專家證人作為證據，其中一主要原因也在於對於另方當事人亦有權聲請傳喚其他專家證人作為證據，以削弱對造當事人所聲請專家證人之證詞的證明力。
而在專家證人其證詞的可信度方面，如何評估該專家證人所提出的證詞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賴度（certain degree of reliability）。依據Frye v. United States,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及Kumbo Tire Co v. Carmichael等歷年來判決提出之見解，法院必須評估

1. 該專家證詞是否係依據足夠的資料作出判斷
2. 該專家所採用之方法的可信賴度（the reliability of the expert’s methods）
3. 該專家將其採用之方法適用至案件爭點或事實時的可信賴度
具體而言，可以下列5項標準評估該專家證詞的可信賴度：

1. 該專家證人的專業技術或方法可否被檢驗？是否曾被檢驗？

2. 該項專業技術、方法或之事是否已有專業文獻予以審核之後而對外發表

3. 該項專業技術、方法或知識之誤差率（error rates）或潛在的誤差率為何。
4. 適用該項專業技術、方法或知識時，有無標準加以檢驗適用的正確性，於專家證人作證時，有無以該標準檢驗適用的正確性。
5. 該項專業技術、方法或知識在其領域內是否已發展之一定程度而可被認定其專業性。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證據法第702條規定，專家證人的證詞，必須以充分的事實或資訊為基礎，依同法第703條規定，專家證人可以依據在其審判外之觀察、認知或依據其在審判程序中所見聞之事證，陳述其專業意見。由於專家證人所陳述意見之形成基礎可能包括其在審判外的觀察、認知而此種審判外的觀察、認知，有時本不得作為證據，為了避免專家證人或聲請傳喚專家證人的一方當事人，經由專家證人證詞凸顯非法律允許的證據（inadmissible evidence）而使陪審團受該證據影響，因此該法第703條規定，專家證人其意見形成基礎中原不得作為證據的部分，不得向陪審團揭露。例如：某醫學專業人士負以專家證人身份所作的證詞，其證詞形成基礎係以其在審判外所看過的X光片為基礎，若單就該X光片而言，因為該X光片並未提出於法庭，因此該X光片原非法律所允許之證據，即不得向陪審團揭露其證詞形成基礎係依照X光片而來。但該條規定，若法官審酌若向陪審團揭露證詞形成的基礎，將有助於陪審團評估專家證人的證詞時，則可允許此種揭露。
關於專家證人其證詞的形式，應僅係單純提供意見（opinion）或可提出具體的推論（inference），聯邦證據法第705條規定，專家證詞不論係提出意見或推論，均應被允許，但在刑事案件中，如被告的心理狀況屬於得犯罪構成要件要素（an element of the crime）時，專家證人不得就被告有無該心理狀況提出意見或推論
。而於法庭交互詰問時，詰問者可以使用假設性問題檢驗專家證人所提出之意見或推論有無足夠的立論基礎。專家證人可就某種心理狀態，心理症候群可以會存在的症狀的客觀事實加以陳述，但不得直接陳述被告有無該種心理狀態或症候群。
一般而言，美國法院允許專家證人於個案中到庭作證，必須符合下列三個審查要件
：
1、 專家證人所欲作證說明之領域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之範圍。
2、 該專家證人在該領域需有充分的技術、知識及經驗，使其足以發現真實之情況。
3、 專家證人所欲作證說明之領域，必須已經充分發展而足以由該領域之專家到庭提出說明。
雖然對於法院於個案中允許專家證人之證詞作為證據此一議題，有提出質疑者認為：具有何種資格條件之人始足以做為專家證人，難有客觀公正的標準，且專家證人個人先入為主之意見有可能參雜於其證詞。惟目前法院較傾向之見解係認為：證據（包括專家證詞在內）在案件中所扮演的『重要關連性』如果遠超過該證據可能存在的主觀偏見效力（Prejudicial effect）即應採納該證據
。而學者亦認為：若該證據可能是決定被告有罪與否的原因之一，或是可以幫助法官或陪審團了解案件中之證據，或是決定某事實存在與否，該證據即已建立其在案件中的『重要關連性』
。
第三章

傳聞法則之例外於婦幼案件的適用情形

在美國司法審判實務上，檢察官於婦幼案件實行公訴時，常面臨之困境在於被害人常未能在審判庭作證。被害人未能到庭作證之原因，主要包括：在婦幼案件中，因被害人常與被告有配偶、伴侶等密切之關係，被告經由恐嚇、威脅、經濟控制等方式迫使被害人不敢出庭作證；被害人本身為非法移民，擔心遭驅逐出境；被害人擔心社工人員介入，以被害人無法對於未成年子女提供適當的生活環境為由，將其子女帶走而安置在庇護中心。而使檢察官起訴之案件常必須藉由被害人在審判前所做的陳述，促使法官或陪審團形成有罪心證，此種案件常被稱為『Victimless Prosecution』，即指在被害人未到庭的情況下進行案件審理。由於美國刑事案件之被告在法律上有對於證人進行對質詰問的權利（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若以證人在審判外的陳述作為不利於被告的證據，即不免侵害被告的對質詰問權。因此，如何在實體的利益（發現真實）與程序利益（被告的對質詰問權）間求得平衡，向為美國法院在審理此類型案件時，所面臨之難題，以下所介紹 3個美國法院判決，即為美國近年來，對於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所採取之見解，其中CRAWFORD v. WASHINGOTN一案，雖非婦幼案件，但其對於被告的對質詰問權，賦予新的解釋方式，亦頗值參考。 
第一節
Crawford v. Washington 案件

案件事實：

被告Crawford因懷疑被害人Lee曾試圖性侵害被告之配偶Sylvia，被告即經Sylvia帶領至被害人位在華盛頓州住處理論，被告於與被害人爭執過程中，持刀械刺傷被害人。警察據報至現場後，將被告及Sylvia隔離，進行詢問並將詢問過程錄音存證。就被告與被害人發生衝突的原因，被告與Sylvia所述大致相同。惟就被告毆打被害人前，被害人是否已取出武器乙情，被告與Sylvia的陳述則不同。被告稱：係被害人先持有刀械並意圖攻擊，其始動手毆打被害人，並於與被害人爭奪刀械過程中，始以該刀械刺傷被害人等語。Sylvia則稱：係被告先衝過去欲毆打被害人，被害人於與被告扭打過程中，始伸手從衣物口袋內取出刀械。被告乃與被害人爭奪刀械並刺傷被害人。之後，檢察官以意圖謀殺罪名將被告起訴，被告則辯稱係因懷疑被害人意圖取出武器對其攻擊，其基於正當防衛，始持刀械刺殺被害人。檢察官認為就被害人在遭到被告攻擊前，是否有試圖自其身體取出武器的動作，被告與Sylvia在現場接受警察詢問時，陳述之內容有所出入，檢察官即聲請傳喚Sylvia為證人，意圖證明被告的攻擊行為並非基於正當防衛。

唯依華盛頓州法律之規定，如證人與被告有配偶的關係，則證人如未經被告同意，不得於法庭作證。被告Crawford即行使其法律上權利拒絕同意Sylvia在法庭上作證。然依華盛頓州的判決先例，被告之配偶在審判外所作之陳述如符合傳聞法則的例外情形，而可在法庭上作為證據時，被告則無權拒絕法院將該陳述作為證據。因此檢察官即轉而提出Sylvia在犯罪現場接受警方詢問時之錄音帶，欲證明被告之行為並非正當防衛。被告則主張：若允許將該錄音帶作為證據，將剝奪被告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
各審法院之認定
第一審法院（The Washington Superior Court）見解

第一審法院引用最高法院在Ohio v. Roberts案件中所持的見解
，認為：未能出庭作證之證人在審判外所做的陳述，如果屬於『沿用已久的傳聞證據例外』（firmly rooted hearsay exception）或具有『特別可信的情況』（particularized guarantees of trustworthiness），即未侵犯被告的對質詰問權，而可被採為證據。第一審法院基於以下幾點理由，認為Sylvia向警察所做的陳述具有特別可信的情況，而允許檢察官將該錄音帶提出做為證據，陪審團並做出被告有罪之判決：
1. Sylvia於詢問過程中，並無意圖推卸責任。
2. Sylvia為目擊證人，且係就甫發生之事件做陳述。
3. 警察到現場時，同時對被告與Sylvia進行隔離詢問。警察原先並不知係被告或Sylvia持刀刺傷被害人，因此警察在詢問時，係以中立的現場為之。

第二審法院（The Washington Court of Appeals）見解

第二審法院認為：Sylvia向警察陳述實，有說謊的動機存在，陳述之內容有規避之嫌，且Sylvia亦向警察表示在被告與被害人過程中，Sylvia曾經閉上自己的眼睛。第二審法院因此認為Sylvia的陳述並不具備『特別可信的情況』，而將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推翻。
第三審法院（Supreme Court of Washington）見解

第三審法院則針對被告所享有之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賦予新的解釋方式，認為被告的對質詰問權是否受到保障的關鍵在於：報告對於該證人所做的具體性質的陳述（testimonial statement）是否有對質詰問的機會。而檢察官雖曾主張：被告既然拒絕同意其配偶Sylvia在法庭上作證，則被告即形同放棄其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法院即無庸再審究Sylvia之陳述是否具有特別可信的情況。惟法院認為：如此形同迫使被告在行使其法律上權利（拒絕配偶作證）及詰問其配偶間做選擇。因此第三審法院認為：仍須審究Sylvia在審判外的陳述是否具有「特別可信的情況」。第三審法院認為：不論被告或是Sylvia的陳述，都未能明確說明被害人確實持有武器，被告始加以反擊。就此一重要爭點，被告與Sylvia的陳述相符，因此Sylvia的陳述具有特別可信的情況，第三審法院乃判決被告有罪。
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
   
被告認為第三審法院允許Sylvia於警詢陳述的錄音帶做為證據，侵犯被告在憲法上所享有的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 against him）。而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聯邦最高法院針對被告所享有之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賦予新的解釋方式，認為被告的對質詰問權是否受到保障的關鍵在於：被告對於該證人所作具證言性質的陳述（testimonial statement）是否有對質詰問的機會。而不論該陳述是否具有特別可信的情況。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指稱：Sylvia的陳述具有證言性質，因此第三審法院逕將該陳述作為證據，而未審酌被告先前有無機會對證人行使對質詰問權，此點即侵犯被告在憲法第六修正案上受保障的對質詰問權。聯邦最高法院因此將第三審法院之判決廢棄並發回更審。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判決中，並未明確表示如何認定證人在審判外陳述具有證言性質（testimonial statement），亦未具體說明哪些情況下，可以認定被告對於證人曾有對質詰問的機會，因此尚有待最高法院在後續判決中就上開問題有較明確的標準，始能評估此判決對於傳聞法則的影響力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判決中顯然認為如被告對於證人在審判外的陳述先前並無對質詰問的機會，則不論該陳述是否有特別可信的情況，均不能允許該陳述作為證據。惟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則指出：被告本人不正當的行為足以使被告喪失其對質詰問權（forfeiture by wrongdoing as an exception to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就法律層面而言，美國聯邦證據法第804(b)(6)即有規範因被告不正當行為而允許傳聞證據之例外情況，在符合4項要件之情形下，允許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的陳述作為證據，（1）該人未能到庭作證，（2）被告試圖『妨礙該人出庭作證』，（3）該人業經法院以證人身份傳喚，（4）因被告知行為致使該人無法出庭作證。而在婦幼案件或家暴案件中，更困難之處在於被害人本人往往是唯一的證人，被害人未能到庭作證，檢察官縱使提出佐證證明已盡最大努力，促使被害人出庭作證，仍甚難舉證係因被告的行為致使被害人無法出庭作證。
美國學界有學者針對此一問題，提出2個可能方式供檢方舉證證明

1、 被告的行為致使被害人無法出庭作證：
被害人於案發不久後，通常會向警員、醫護人員或其他可能之證人陳述被告使用暴力、以恐嚇方式妨礙被害人向警方報案或向檢察官陳述案發經過。可以藉由被害人此等先前的陳述佐證被告有妨礙被害人出庭作證的行為。
2、 如果檢方未能提出上開佐證，則可試圖從婦幼案件或家暴案件之特質切入。亦即家暴案件中，被告對於被害人常有持續性的暴力行為、恐嚇脅迫行為或藉由經濟上資助達到控制被害人等行為。亦即檢方可證明被告對於被害人有上述持續性的控制行為，而此種控制行為即係被害人無法出庭作證的原因。
上述第二種證明方式試圖從家暴案件的特質及被告與被害人間關係之複雜性，來佐證因被告的控制行為致使被害人無法出庭作證。此一見解雖目前於美國實務上尚未見有最高法院之判決支持此一見解，且於實務運作上欲證明被告與被害人間有此種控制關係，亦非易事，惟仍不失為檢方在被害人未到庭情況下，於法庭上辯論攻防之參考。
第二節
Davis v. Washington案件
案件事實

於2001年2月1日華盛頓州的1位911專線（相當於我國的110專線）總機人員接到1通報案電話，但來電者於電話接通後即掛上電話。該總機人員回撥電話後，得知來電者名為Michelle McCottry。McCottry在電話中表示，其前男友至其住處毆打她。經總機人員詢問之下，McCottry表示其前男友姓名為Adrian Martell Davis （以下稱Davis）。之後2名警員經911專線通報而於數分鐘後趕到McCottry住處時，發現McCottry的手臂及臉部有明顯的傷勢，且McCottry正急忙收拾行李，準備帶其子女離開住處。

經檢察官以違反「禁止接觸令」之重罪（domestic no-contact order，類似於我國的違反保護令罪），將被告Davis提起公訴。檢察官聲請傳喚McCottry到庭作證，惟McCottry並未出庭，檢察官雖另聲請傳喚，於案發後到現場處理之2名警員，惟該2名警員之證詞僅能證明其在現場確有發現McCottry身體上有剛受之新傷，但無法證明McCottry係如何受傷。檢察官另提出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於電話上之通話錄音帶，意圖證明被告至McCottry住處並毆打McCottry之事實。被告則提出異議，指稱：若允許將該通話錄音內容作為證據，被告既無法在法庭上對McCottry進行詰問，顯然侵犯了美國憲法上所保障之被告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
各審法院之認定

本案第一審法院（Washington Superior Court），及上訴審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 of Washington及Supreme Court of Washington）均認為：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通話錄音內容，可以作為證據，並依據該錄音內容認定被告之犯行而作出被告有罪的判決。

被告以上訴審法院之判決採用該通話錄音作為證據，侵犯其受憲法保障的對於證人之對質詰問權為由，向聯邦法院上訴。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在憲法上享有的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在傳聞證據方面，只適用於具證言性質的傳聞證據（testimonial hearsay）。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並將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的通話錄音內容依據當時的對話情境，區分為具有證言性質的傳聞證據與不具證言的傳聞證據。其認定標準在於：911專線電話其設計原意在於提供報案人說明正在發生的緊急情況，而說明原因是希望得到警方人員的協助，報案人於電話中所提供的訊息也是為利於警方人員處理該緊急狀況，而非只是為使警察了解過去已發生之事件。而報案人於通話時也常處於一種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依據此一標準，McCottry於911專線人員對話的前半部份，McCottry正在向專線人員說明正在發生的緊急情況─McCottry遭到被告Davis的毆打，被告Davis尚在McCottry住處內。McCottry經專線人員詢問，將被名全名告知專線人員，其說明原因係為利於警方人員處理該緊急情況，並得到警方人員的協助。而McCottry於通話時亦處於惶恐不安的狀態。因此從當時客觀情況顯示，McCottry向911專線人員所作陳述前半部是為使警察得以儘速處理正在發生緊急事件，而非以證人身份陳述證詞。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進一步指出：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之通話主要目的雖係為提供必要訊息使警察得以儘速處理緊急事件，但隨著當時客觀狀況之進展，仍會使McCottry後半部份之陳述成為具有證言性質的陳述（testimonial statement）。亦即當被告Davis已駕車離開McCottry住處，911專線人員仍繼續與McCottry通話，該專線人員要求McCottry保持冷靜，並陸續詢問McCottry有關被告Davis的訊息，包括：被告Davis的生日、身體特徵、被告到McCottry住處的原因以及被告攻擊McCottry的過程。最後專線人員告知McCottry，警察已在前往McCottry住處的途中，警察會先在附近找尋被告Davis，然後會到McCottry住處了解情況。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後半部份的對話，已非為提供警方人員處理正在發生的緊急情況所需的資訊，而已經屬於與被告有關的具有證言性質的陳述。聯邦最高法院因此於判決中認定，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後半部份的對話，為具有證言性質的陳述（testimonial statement），被告既無從對該陳述行使詰問權，為保障被告的詰問權，自不得允許該部分之陳述作為證據。在第一審的審判過程中，陪審團並未聽到McCottry與911專線人員的全部對話內容，因為檢方提出該對話錄音之目的係為證明被告Davis為對McCottry施暴之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縱使陪審團成員可能聽到部分內容已經具有證言性質，但此對於認定被告Davis是否有罪的結果，並無重大影響。
第三節
Hammon v. Indiana 案件
案件事實

於2003年2月26日深夜，印第安那州Miami郡警察據報得知被告Hammon住處內疑有家庭暴力事件發生，2名警員到被告住處了解情況。警員到場時，被告的配偶Amy正坐在住處門前，警察察覺Amy有受到驚嚇的情形，但Amy仍向警察表示並無特別情事發生。警察經Amy允許後，進入Amy與被告共同的住處。警察進入屋內，先發現客廳暖氣機有受損情形，並有玻璃碎片在暖氣機旁邊，然後在廚房內發現被告。被告向警察表示剛剛與Amy有言語爭執，但並無肢體衝突。於是其中一位警員走回客廳詢問Amy事發經過，另一位警員則在廚房看住被告。Amy先告知警員事發經過，警員再將空白記錄紙交給Amy，由Amy自行寫下事發經過並簽名。Amy在記錄表寫了『Hammon 打破家具，又把我推倒在地上；動手打我胸部；毀損了電燈及電話』等內容。

檢方以涉嫌傷害及違反緩刑條件等兩項罪名，將被告起訴。檢方向法院聲請傳喚Amy到庭作證，但Amy並未出庭。檢方另聲請傳喚當時詢問Amy事發經過的警員，企圖由該警員證明Amy當時所陳述之內容，並證明Amy所手寫的審判外陳述（affidavit）真實性。被告之辯護人則提出異議，認為若允許將Amy於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被告無從對之行使詰問權，將侵害被告的對質詰問權。

各審法院之認定

因被告遭起訴之罪名，非屬重罪（felony），因此第一審法院（The Indiana Circuit Court）並未以陪審團審理，而係由法官審理，法院認為檢方所提出，由Amy所手寫的陳述內容（affidavit）是Amy就當時感覺的陳述（present sense impression）；Amy以口頭向警員所做的陳述則係Amy在緊急狀況下，為使警員了解當時狀況所做的陳述（exciting utterance）。亦即Amy所做的陳述均不具有證言性質（nontestimonial），即使被告無法對之行使詰問權，仍可做為證據。第一審法院並因此就被告被起訴的兩項罪名均判決有罪，印第安那州上訴法院（The Indiana Court of Appeals）及印第安那州最高法院（The Indiana Supreme Court）均認為：證人於審判外陳述是否具有證言性質，應取決於發問者及陳述者當時的動機，以及是否可以預期該陳述內容可能作為訴訟程序之用。Amy向警員所做的口頭陳述屬於exciting utterance，並非屬於具證言性質的陳述（testimonial statement）；而Amy在手寫陳述內容時，應可以預期該陳述內容日後可能作為訴訟程序之用，因此屬於具有證言性質的陳述。雖然一審法院誤將Amy的手寫陳述內容做為證據，惟印第安那州最高法院認為，此對於判決結果並無重大影響，主要因為一審係由法官自行審理，而非採陪審團制。

案件經移轉至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最高法院認為Amy以言詞向警員陳述事發經過及手寫陳述內容時，並無任何緊急狀況存在。亦即，雖然在一些家庭暴力案件中，警察常需在現場向被害人做初步詢問，以評估後續處理方式及被害人是否尚有安全上顧慮，被害人在此種情況下所做的陳述通常不具有證言性質。然而在本案中，被害人陳述目的並非要警察提供立即的協助，且當時並無緊急狀況存在而需要警察立即處理，警察並非針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調查，而是針對已經發生，而且可能構成犯罪的事件進行調查。警察並且在詢問Amy時，將Amy與被告隔離。Amy是在警察正式詢問程序中（under official interrogation）所做的陳述，形同一種法庭證詞的代替（a substitute for live testimony），在本質上即具有證言性質。

最高法院因此將原判決廢棄並發回更審，惟最高法院於判決中亦指出：由於家庭暴力案件的被害人相較於其他類型之犯罪被害人更易遭到被告的恐嚇威脅，因此在證據之認定上應較為彈性。並指示印第安那州原審法院在發回更審時，可以留意被告是否有藉由不正當行為而使證人無法出庭作證，若有此情形，被告即喪失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

第四節
小結

由前述案例可知，美國司法實務上對於證人於審判外的陳述（尤其係向警察所作的陳述）能否於法庭上作為證據，主要取決於證人陳述之目的是否係為協助警察了解並處理正在進行中的緊急狀況。如該陳述係為助於警察了解尚在進行中的緊急狀況以利警察採取必要的處置方式，則該陳述即非具有證言性質的陳述，而屬於傳聞法則的例外情形，而具有證據能力。反之，如證人作陳述時，已無緊急狀況存在，則證人陳述目的已係為協助警察就已發生之事件進行犯罪偵查，則該陳述即有證言性質，為保障被告的對質詰問權，即不可逕將該審判外陳述作為陳述。美國實務上對於證人於審判外陳述作上述區分的主要原因係因被告對於證人的對質詰問權為美國憲法保障的權利。而我國則係在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包括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對於未到庭陳述之證人，於警詢之陳述的證據能力，則以「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為審查要件，已在發現真實與保障被告的對質詰問權間取得平衡，易言之，我國法制雖未如美國法制係在憲法修正案內明訂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惟於刑事訴訟法已賦予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日後於實務運作上有無可能仿效美國實務將證人於審判外的陳述區分其性質，尚有待觀察。惟美國法制於保障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之外，亦於聯邦證據法及實務運作上規範於被告對於證人不正當行為而使證人無法出庭時，則被告喪失對該證人之詰問權，而允許將證人於審判外陳述作為傳聞證據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對於家暴案件而言，由於被害人常因受到被告不正當行為影響，而未出庭作證，此一立法例即頗值參考。
第四章
美國現行之電子監控制度

第一節
美國現行採用之電子監控系統及其適用

美國第一個電子監控設備，係哈佛大學心理學家Robert Schwitzgebel於1960年代中期所發明。其設計目的之一即係希望提供一個人性化、低成本的監控設備，以供司法系統使用。但直到1980年代，司法系統始開始以電子監控系統監控被告或出獄之受刑人。於1983年，新墨西哥州的一位法官Jack Love做出第一個令被告接受居家電子監控的判決。於1988年，在全美國32州有約2300位假釋出獄或服刑期滿的受刑人，接受電子監控；至1998年間，全美則有超過9萬5000人在政府的電子監控系統管制中。

目前美國各地區所使用的電子監控系統，主要有三種系統，分別是「持續性訊號系統」（Continuously Signaling）、「程式化聯絡系統」（Programmed Contact Devices）及「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下即介紹各系統的運作模式

持續性訊號系統

此系統主要係由訊號傳送器（transmitter）、訊號接收器（receiver）及中央電腦（central computer）所組成。訊號傳送器通常設計成環狀物，受監控者將傳送器配戴於手腕或腳踝部位，傳送器會經由線路將訊號傳送至接收器，接收器再將傳送情形傳送至電腦。電腦經由判讀接收情形，監控被監督者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內在家中接受監管，如被監督者未在規定的時間內出現在家中或指定的地點，電腦會立即通知負責監管的觀護人員。

程式化聯絡系統

程式化聯絡系統的運作方式係由電腦利用程式在特定或不特定時間呼叫受監控者，受監控者必須回應該呼叫。當電腦呼叫受監控人時，受監控人有幾種方式以證明其本人確定在指定的地點內（如住處或工作地點）。

1. 受監控人在手腕或腳踝處配戴感應器，當電腦呼叫受控人時，感應器將訊息回傳電腦。
2. 利用語音辨識系統，可以於電腦呼叫受監控人時，辨識是否為受監控人本人回應該呼叫。
3. 有的系統設計則係要求受監控人必須隨身攜帶呼叫器，當系統呼叫受監控人時，受監控人必須撥打指定的號碼，向系統回報以供系統監督該人是否在特定的時間內停留在指定的地點如住處或工作場所。
衛星定位系統

前述的持續性訊號系統及程式化聯絡系統均無法24小時追蹤被監控者的行蹤。程式化聯絡系統更僅能於系統呼叫被監控人時，始可確認被監控人是否在指定的場所內。有鑑於持續性訊號系統及程式化聯絡系統有上述缺點，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可全天候24小時監控並確認被監控人所在的位置。此系統係利用衛星系統追蹤被監控者。被監控者亦須在手腕或腳踝處配戴感應器，經由無線傳輸設備將被監控者所在位置回傳給系統。此系統並可設定將被監控者每日或特定時間內所有的行蹤紀錄，經由電腦列印出來，提供給系統監管人員。一旦被監控人違反監控管制之內容，例如未在指定的時間內停留在指定的地點時，或進入不被允許進入的區域，衛星定位系統可以立即查知該人所在位置，執法人員可以迅速將該人逮捕。為了確保系統可發揮最大的效能，必須有觀護人員24小時值班以觀察系統回應情況並在被監控人有違反管制內容之行為時，採取應變行為。

上述的持續性訊號系統及程式化聯絡系統由於只能對被告監督人進行定點監控，屬於居家監控（Home Detention）的範疇。其優點在於系統成本較為低廉，政府部門所需派遣的人力資源較少。除了對於性侵害類型之犯罪者，可以使用此類型的監控系統外，其他非暴力侵害型的犯罪者，亦可藉由此類型的監控模式。目前美國實務上使用電子監控模式，包括
：

1. 審判前的監控（pre-trial monitoring）
此種監控主要係針對法官在審判程序開始前令被告交付保證金而被告無力支付，或為確保被告可如期到庭，法官可令被告接受電子監控。對於無資力的被告而言，其無庸因無力繳交保證金而遭到羈押，只需接受居家監控。而對於政府而言，可以減少拘留所羈押的人犯數量，如此可避免拘留所因拘留過多人犯而導致人事成本提高及可能發生的安全問題。近年來，在美國某些州此種審判前監控也被使用在一些經濟犯罪案件或是家庭暴力案件上。法官於令被告交付保證金外，另令被告在審判前接受居家監控，其目的除為監控其行蹤避免其逃亡外，在家庭暴力案件亦可防止被告在審判前騷擾被害人或證人。

2. 審判後的監控（post-trial monitoring）
審判後監控最常使用在性侵害類型犯罪的犯人，於其假釋期間或緩刑期間施以監控。許多假釋或在緩刑期間的犯人並需強制參加由政府觀護機關所辦理的輔導課程，如：情緒管理課程、心理諮商課程、防制藥物濫用的程序。對於部分非暴力侵害類型的犯罪，法院對被告判處居家監禁時，為監督犯人是否遵守，亦可利用電子監控。例如：加州部分地區即允許對於無照駕駛人施以電子居家監控
。

由於衛星定位監控系統的使用，足以全天候24小時監控被監控者的行蹤，並無其他2種監控系統只能定點或定時監控，因此至2006年間，目前美國已有超過30州採用衛星定位系統以監控假釋者及出監的性侵害犯罪犯人
。而諸如：科羅拉多州、佛羅里達州、密蘇里州、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及奧科拉荷馬州等，甚至制訂法律對部分已服刑期滿出獄，但屬於有高度再犯可能的性侵害犯罪者，施以終身的電子監控
。對於設有法律限制出監的性侵害犯罪犯人進入特定地區的州政府而言，使用衛星定位追蹤系統更可以有效監控被監控者是否進入管制居域內（buffer zones）。因此衛星定位監控系統現已成為美國境內電子監控系統的主流趨勢，惟亦有學者從基本人權保障、成本效益面、目的性考量，對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持保留態度者。下一節即針對美國目前對於電子監控系統的正反意見予以介紹。

第二節
衛星電子監控系統之利弊
佛羅里達州在2004年成為美國第一個以法律強制對部分有高度危險性的性侵害類型犯罪者施以終生衛星定位監控的州政府。佛羅里達州政府願投入龐大經費用衛星定位系統對部分犯罪者施以終生監控，其中一項原因係認為，性侵害犯罪者經施以衛星定位系統監控後，其再犯比率較以其他傳統監控方式者為低。依據該州政府對於2001年至2002年間於假釋期間接受觀護機關監督的1萬6000名性侵害類型犯罪者所做的統計調查顯示，因為行為不良而被撤銷假釋者中，其中以傳統監控方式者（如：居家電子監控及觀護人定期監督），佔百分之44；而施以衛星定位監控者佔百分之31；而再犯罪比率方面，施以衛星定位監控者佔百分之6，未施以衛星定位監控者則為百分之11
。

惟對於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持保留態度者，則從下列理由質疑其可行性：
1. 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成本昂貴
依據佛羅里達州政府的統計，為達到最好的監控效果，每監控一名被監控者，每年至少約花費3600美金，據估計該州約有1萬2940名出監的犯罪者在未來的20年內需施以衛星定位監控，則該州政府每年至少需支出446百萬元美元。除非日後該監控技術普及且對更多犯罪者施以監控，邊際成本始可能降低。
而包括佛羅里達、喬治亞州、奧克拉荷馬州及俄亥俄州，均有法律規定對於受衛星定位監控系統的被監控者，如有足夠經濟能力者，需自行支付監控費用。如被監控者
有能力支付該費用，卻拒絕給付者，即可能撤銷其假釋，雖然以法律規定強制有給付能力者支付監控費用，或可降低政府使用衛星定位監控系統的成本，惟以立法方式強制有給付能力者，需負擔監控費用，使受刑人於執行徒刑之外，另需負擔額外費用，形同令受刑人受到第2次處罰，該立法妥適性恐遭質疑。且因為被監控者，經濟能力較佳者需負擔監控費用，其經濟能力不足者則毋須負擔費用，亦失其公平性。

2. 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效果有限
衛星定位監控系統固然可24小時監控被監控者的行蹤，惟並無法具體監控該人實際的行為或意圖。目前許多州政府以立法限制出監的性侵害類型犯罪者不得接近特定區域（如：學校或公園附近之區域），衛星定位監控系統被認為可以有效監控被監控者是否違反規定而接近該區域。然而當被監控者違反規定進入管制區域，監控系統將訊息回傳給監控的觀護人員時，觀護人員實際上無法立即區別現實情況係已有立即危險性亦或被監控者單純經過該區域。亦即，學校及公園散佈在許多區域，不論被監控者係單純駕車經過該管制區域或係意圖進入該區域犯罪，監控系統均會回傳警示訊息予觀護人員，觀護人員很難立即判斷實際情況有無危險性。且當被監控人數逐年增多後，每位觀護人員所需負責的被監控者數量增多，是否能有效且正確的做出判斷，即值存疑。

3. 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所需的龐大經費，將會對其他更生保護系統產生排擠效應：
防止出監的性侵害類性犯罪者再度犯罪的最佳方式係藉由再社會化，根據犯人再度犯罪的誘因，因此醫學上治療與心理輔導，方為治本之道。包括科羅拉多州、明尼蘇達州、德州、亞利桑納州、伊利諾州均有採行『管制計畫』（Containment model）
，對於假釋出監或在緩刑期間的性侵害類型犯罪者，施以管制及治療，包括參與多元性的治療計畫、接受假釋官、觀護人密集的監管（必要時須接受居家電子監控或衛星定位系統之監控）、測謊及其他心理的測驗。此種管制計畫強調針對每一位受監管者的特質施以必要的管制及治療。管制計畫的工作團隊包括：觀護機關、假釋官、治療師、心理諮詢師等成員。成員間彼此間交換資訊，有助於了解受監管者的狀況。例如：治療師、心理諮詢師將受監管者的狀況及潛在問題告知觀護人員、假釋官即有助於使執法機關評估受監管者違反假釋條件或再犯的可能性。再加上定期評估管制及治療計畫的成效，確保整個管制計畫的效果，有助於降低受監管者的再犯率，強化受監管者於社會生活上的自我問題解決的能力
。根據伊利諾州Cook郡於2001年針對出監的性侵害類型犯罪者所做的一份統計顯示，完成整個管制計畫者，有59％的人未再違反假釋條件，而未完成整個管制計畫者，則只有41％的人未再違反假釋條件
。電子監控系統在整個管制計畫中僅係消極的輔助措施，惟有經由有效的治療，協助受監管者在社會重生，始能降低再犯率。對每一位假釋中或緩刑中的性侵害類型犯罪者施以衛星定位監控，政府必須支出龐大的經費，勢將對其他處遇或治療計畫的經費預算產生排擠效應。即使係美國政府部門之官員亦預言此種排擠效應發生的可能性
。

4. 性侵害類型犯罪的大部分加害人係與被害人相識或與被害人有親屬關係
，僅有少部分的加害人係有犯罪習性的高危險群，而有施以電子監控的必要。既然僅有對少部分的犯罪者有施以電子監控的之要，及甚難期待會有因接受衛星電子監控的犯罪者人數增多，而使該系統所花費邊際成本降低。

第五章

具體建議─代結論
由本文前述內容可知，美國在法律規範、制度運作、被害人保護，均有較完善之規範與設計，值得我國學習之處，以下即分別就法律規範，制度運作等方面提出本文之建議，期能作為日後立法上及實務運作上參考。
1、 法律規範
     由於婦幼案件之被害人常係與加害人有親屬關係或同居關係，相較於其他類型案件之被害人更易於案發後受到來自被告方面的恐嚇威脅，或以其他方式妨礙其作證；而婦幼案件中如有目擊證人時，亦常係家庭內之其他成員，而亦受到被告方面之壓力，而影響其作證意願。雖然我國刑法有偽證罪及強制罪等犯罪構成要件，可以規範部分影響證人作證的犯罪行為，惟在婦幼等家暴類型案件中，尚存在其他可能影響被害人或證人作證的行為。例如：被告藉由其對被害人或證人的經濟控制關係，而以利誘方式使該人不出庭作證。在現行刑法強制罪之偽證罪規定之構成要件下，均無法規範此種行為。又如：行為人以不實陳述或詐騙方式影響證人日後於法庭上之證詞，在現行刑法規定亦未能規範此種行為。再如：行為人故意以傷害方式，加諸證人企圖影響證人日後於法庭之證詞，或於證人作證後，對其施以傷害行為等情形，為保護證人避免其受到來自於被告方面的威脅，亦有必要。因此，本文建議宜仿效美國法制，在刑法增設條文，或另外於證人保護法內對於以暴力威脅、利誘、賄賂、詐騙等不當方式影響或企圖影響證人於法庭上之證詞，或使證人不出庭作證等行為，予以刑罰化，另對於故意以傷害行為加諸於證人者，亦應考慮於刑法增設加重處罰之規定。
2、 「專家證人」制度法制化
     我國目前司法偵查審判實務上，已常有藉由專家證人之證詞協助檢察官、法官了解某些專業領域的知識，且隨著社會生活脈動之多樣化與複雜化，各種類型之案件需仰賴專家證詞的可能性與程度必與日俱增。惟目前我國實務上，對於專家證詞的運用，尚有下列問題：
1. 如何認定該領域的專業知識是否已發展至一定程度而足以藉由專家證詞提供檢察官、法官客觀中立的資訊。
2. 如何認定該專家證人具有充分的知識及經驗。
3. 以何種標準評估專家證詞的可信賴度。
4. 專家證詞的形式僅係提供意見或可提出具體的推論。
5. 如何防範專家證人的證詞將不具證據適格的證據引入法庭內。
對於上述問題固然可藉由實務上判決的累積，達成部分之共識，惟亦不免有因不同的個案，而有不同的認定標準。若不同審級的審判者因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即可能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因此本文建議宜參考美國聯邦證據法對於專家證人的規定，以條文明訂專家證人的認定資格，證詞之形式，評估證詞可信賴度等標準，以杜可能發生的爭議。
3、 制度面

筆者此次在美國進行專題研究，對於美國實務上處理婦幼案件之作法，印象最深刻者莫過於其將政府部門的多項資源結合並與民間社會福利機構作整合。例如：美國的檢察官辦公室多設有被害人輔助中心，配置有社工人員、心理輔導員、治療師等，使被害人在心理、健康、經濟生活、子女安置方面獲得必要的協助，另視被害人實際需要，轉介其他民間福利機構繼結給予被害人必要的照顧或協助。此種制度運作，有利於政府在法律、健康照顧、被害人安置等各面向的聯繫，而被害人如可獲得充分的照顧與協助，其與司法審判、偵查機關的合作意願亦較高。
1. 被害人輔助中心之設置


我國現行實務運作情況而言，雖然警察機關亦視個案需要，通知社會局人員介入協助，各法院及檢察署亦多有社會局人員派駐，惟各機關人員彼此間之聯繫及資源整合尚有進步及改善之空間。以我國現況而言，在法院或檢察署設置類似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被害人輔助中心，誠為一個可努力的方向，惟此有賴於足夠的財政與人力資源整合，恐需較多時日之規劃。惟以近期目標而言，本文建議，可考慮美國華盛頓特區法院被害人聯合處理中心的作法，在法院或檢察署的辦公大樓內，設立一被害人聯合處理中心，並分別由法院或檢察署的司法志工、社會局的社工人員、警察局警官進駐該聯合處理中心，如可協調民間的社會福利機構人員進駐，則可提供被害人在法律諮詢、臨時安置、經濟救助、心理諮詢治療等方面之協助。然以長期目標而言，政府應可考慮設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委員會，統一整合政府與民間之資源，並在各檢察署內附設犯罪被害人扶助中心，以提供被害人較完整的扶助措施。
2. 減少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之改良
我國實務運作上雖已針對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採行減少犯罪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惟以筆者個人的工作經驗以言，由於現行「減少犯罪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係在警詢時進行，被害人的陳述受限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於與審判中之陳述不符，且須具有較可信的特別情況，始具有證據能力，因此目前實務上雖被害人於警詢時曾進入「減少犯罪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惟檢察官因為證據能力的考量，仍常需再於偵查中對被害人進行詢問，因此目前實務作法由於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之限制，實際上並未能真正達到減少被害人於偵查中減少重複陳述之目的。本文建議可以參考美國華盛頓特區對於被害人為幼童或婦女時，所採用的聯合工作團隊（multidisplinary team program）作法，由需要了解案情，被害人狀況的各部門人員，包括：檢察官、警官、社工人員、心理治療師或醫護人員，惟由其中一人在詢問室對被害人進行詢問，其他人員則經由隱藏式攝影機在詢問室外觀看詢問過程。雖然此作法在我國法制下或有部分技術性問題待克服，例如：應由檢察官或何部門人員對被害人進行詢問。若由檢察官詢問，雖不易有於日後在證據能力方面受質疑之問題，惟是否涉及偵查不公開原則；若由其他人員（例如女警、社工人員或心理治療師）對被害人進行詢問，檢察官在詢問室外觀看，則該陳述是否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認為係向檢察官所作的陳述，而有證據能力？本文拙見認為：若此種聯合工作團隊為可行的方法，在證據能力考量下，宜由檢察官作詢問，於詢問過程中若檢察官認為涉及偵查不公開的部分，可請其他機關部門人員迴避。於檢察官詢問被害人後，若其他機關部門人員認為尚有其他問題須詢問被害人，再推由一名代表對被害人作詢問，此種模式或可實際達到減少被害人於偵查中重複陳述之目的。
3. 傳聞證據適用之平衡

美國實務上於處理婦幼案件時，常面臨被害人未能於審判庭到庭作證，而僅能藉由被害人在審判外的陳述，作為證據。而美國法院實務上現將此種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區分其有無證言性質，以決定可否逕將該陳述作為證據，而我國法則以「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為審查要件，已在發現真實與保障被告的對質詰問權間取得平衡，易言之，我國法制雖未如美國法制係在憲法修正案內明訂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惟於刑事訴訟法已賦予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日後於實務運作上有無可能仿效美國實務將證人於審判外的陳述區分其性質，尚有待觀察。惟美國法制於保障被告對於證人的詰問權之外，亦於聯邦證據法及實務運作上規範於被告對於證人不正當行為而使證人無法出庭時，則被告喪失對該證人之詰問權，而允許將證人於審判外陳述作為傳聞證據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對於家暴案件而言，由於被害人常因受到被告不正當行為影響，而未出庭作證，此一立法例即頗值參考。
設若我國實務日後將證人於審判外陳述亦區分其性質而決定證據能力有無，即應同時規定因被告不正常行為而使被告喪失其詰問權。雖然對檢方而言，於被害人未出庭情況下，欲證明係因被告不正常行為，而使被害人未能出庭作證，並非易事，惟美國學者提出的2種方式：即以被害人於案發後，向警員或其他可能的證人陳述被告有以暴力、恐嚇方式阻止其報案；或以被告與被害人間長期存在的持續性控制行為，來證明因被告不正常行為（暴力、恐嚇或持續性控制行為）使被害人未能出庭作證，此種舉證方式亦可作為檢方於法庭上辯論之參考。
4. 電子監控制度之採行

美國以電子監控方式監控服刑期滿或假釋出監的性侵害犯罪等特定類型犯罪者，已行之多年，其監控模式亦從早期的居家電子監控模式演進至今以衛星定位監控系統為主流。而我國法務部於2005年12間亦開始我國首例的居家電子監控個案。誠然目前美國社會對於以電子監控方式監控特定類型之犯罪者成效利弊分別有不同看法，持報留態度者認為其效果有限，惟成本昂貴；持肯定態度者則認為電子監控而可達到的嚇阻與預防犯罪之效果。本文以為電子監控系統對於有高度危險性之犯罪者，確能達到一定程度的監督預防與嚇阻犯罪之效果，惟必須考量因採用電子監控，尤其是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所需支出的龐大經費，對其他更生保護、強制治療措施所產生的費用排擠效應。以我國法務部目前採行的居家電子監控系統而言，因其成本不若衛星定位監控系統昂貴，應較無對其他更生或強制治療措施產生費用排擠效應之虞。且因美國立法例限制特定區域（通常係學校或公園週圍）內禁止曾涉犯性侵害類型犯罪之出監者進入，始有以衛星定位系統全天監控出監者之必要，因我國目前尚無此立法例，短期內應尚無採用昂貴的衛星定位監控系統之必要。
5. 強化處遇措施之適用範圍及效果

由於婦幼案件及家暴案件之被害人常係因其個人性格因素或因酒癮、藥癮原因而有施暴、從事犯罪行為傾向，單以刑罰對其制裁，不易達成預防其再度犯罪之效果。因此以適當的處遇措施改善行為人之性格、思想，或戒除其酒癮或藥癮，即有其必要。美國實務上即特別注重對於婦幼案件或家暴案件之加害人施以必要的處遇措施，包括：藥物或酒精戒治課程、情緒管理課程、親子關係課程、精神治療家庭暴力矯治課程、家庭生活管理課程等。而我國於刑事訴訟法的緩起訴制度規定內，亦有規定命被告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作為緩起訴處分之條件（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6項規定）。日後如果能加強檢察官與社會局或民間治療機構之聯繫，提供更多戒治課程、心理輔導課程及教育課程作為檢察官於緩起訴處分時命被告履行之事項時，相較於單純命被告給付緩起訴處分金之方式，應較能達到矯治被告及預防犯罪之效果。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認罪協商程序，對於被告認罪並履行特定條件，包括：被告向被害人道歉、支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金額等，得由法院為科刑判決（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規定）。相較於美國華盛頓特區法院的展延判決制度中，得命被告履行之事項，或我國刑事訴訟法緩起訴制度中得由檢察官命被告履行事項之範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對於得命被告履行之事項之範圍顯屬過窄。而如本文前段所述，對於婦幼案件之加害人而言，刑罰加上適當的處遇措施方有可能防範其再犯，因此本文建議宜於我國刑事訴訟法認罪協商程序中，增訂得命被告履行之事項，包括：命被告完成藥物或酒精戒癮程序、情緒管理課程、精神治療或其他必要的處遇措施，如此應更能達到預防其再犯之效果。









�該專組主管現為Kelly A. Higashi 女士，筆者此次參訪華盛頓哥倫布特區即承蒙Kelly A. Higashi 女士熱心協助並提供豐富之工作經驗。





�華盛頓特區對於家庭暴力案件之處理，不限於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有法律上之婚姻或親屬關係。只要雙方有同居之事實，密切的約會往來或有共同之子女，均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 華盛頓特區市政府警察局於幼童保護中心派有一位常駐警官，如該中心處理之個案，涉有刑事犯罪嫌疑，而尚未經警察機關受理時，該警官即會介入了解，將案件轉由轄區之警察局調查處理。


� misdemeanor diversion program，主要適用於犯行輕微之初犯者，或初次施用毒品等輕微案件。


�華盛頓特區法院針對該協議書設有制度例稿，本文介紹應由被告履行或遵守之事項均係例稿所列之內容，特定被告應履行或遵守之事項仍由法院或檢察官就個案審酌後，於例稿上勾選。


�此處限制之聯絡方式包括：直接聯絡或間接經由第三人聯絡，以電話、書信、電子郵件、呼叫器或其他方式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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